
翁同龢身为同治、光绪帝师，身居清朝统治中心枢
纽，是晚清政坛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著名政治家。 在
他 4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 经历了晚清许多的重大朝政
活动和社会变革，诸如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洋务运
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 如果说在前几次事件
中，翁同龢所处的政治地位还不足以对事件产生重大影
响的话，那么，在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中，他的影响
就是举足轻重和左右全局的了。 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社
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他与时俱进，对国家和民族作出
了有益的贡献，因此翁同龢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
关键人物”之一。
自翁同龢 1904 年去世至今， 学术界一直对他进行

着研究。 尤其是 1978年以来，对他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
展。 30多年来学术界对翁氏的研究涉及对他的总评价、
他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他的开缺原因、人品、人际交
往、教育思想、书画艺术成就等各个方面，本文在这些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晚清社会的新陈代谢以及重大政
治、军事事件的发生对翁同龢的影响入手，对他的政治
改革思想的演变形成做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

翁同龢自 1856 年(咸丰六年)状元及第，步人官场，
到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开缺回籍，从政长达 40 多年，
这 40 多年正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重要阶段，这
段时期，清朝政府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交相侵逼。 为了在
新的形势下继续维持统治， 清政府开展了历时 30 年之
久的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
洋务运动期间，在统治集团内部，充满了新与旧、中

学与西学、进步与保守的斗争，这些斗争是时代巨变带
来的结果，但同时传统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生活的

新陈代谢也会促进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 对于兴起的
洋务思潮，翁同龢在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化的过
程，也就是从开始的漠视到后来的重视。

1867年奕訢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
收 30岁以下的科举正途仕人入学，这一问题很快就引发
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守旧派代表人
物倭仁上奏强烈反对，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
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 奕訢立即反驳倭仁，并针
对倭仁奏折中天文算学世有专家一说， 要他据实奏保，
另行择地开馆。 奕訢还借机奏请倭仁在总理衙门上行
走，让对洋务一窍不通的倭仁与洋人交往。 在这场守旧
与革新的论战中，翁同龢也参与其中。 他支持倭仁反对
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意见，认为倭仁的反对意见尚“未能
悉畅”[2]，他为此深感惋惜，在日记中详记了同文馆之争
的传闻，称增设之议是“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
“未同而言， 斯文将丧”[2]。 他建议倭仁不到总理衙门任
职，并“与商辞折”[2]。 他还认为倭仁与奕訢之争是“口舌
相争”的“朝堂水火”[2]，在翁同龢等人的赞同与支持下，
倭仁又上奏坚持不设同文馆并推卸总理衙门之职，认为
“天文算学世有专家，不必奉夷人为师耳。 至折内所陈，
原谓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
衰振弱者。 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
无所损，并非谓欲求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 ”[3]这一奏折

就是翁同龢帮助倭仁润色加工的。 从这场争论中，人们
不难发现翁同龢思想中儒家传统的深重情结。
然而，翁同龢毕竟不同于那些固步自封、盲目自大

的顽固守旧派。 他早年大治《公羊春秋》，钻研今文经学，
力主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趋
使他去追踪时代，跟上时代潮流。 洋务派给翁同龢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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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事物与新理念。 在与洋务派官员的交往中，翁同龢
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郭高煮、薛福辰、薛福成、丁日
昌、左宗棠、刘铭传、张荫桓、曾领刚等人给他带来了炼
煤铁、修铁路、“破洋人惟有陆战”[4]、推重洋法等与儒家
思想完全不同的理论，翁同龢的头脑中充塞的不再完全
是经史之学，西学开始逐步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前后持续 30 年之久的洋务运动， 翁同龢也逐

渐越来越关注了。 1873年利用回籍丁忧之际，他曾前往
上海，参观考察了江南机器制造局，游览了公共租界和
徐家汇法式公园，对“夷场”(租界)有了初步的感受。 1889
年 9 月再度赴沪，他又参观了机器制造局造炮局、洋枪
局及织布局、造纸局等洋务企业，参观了轮船招商局的
码头、船坞和洋人所建的天文台、天主教堂和育婴堂，并
与洋务派官僚张叔和讨论了有关洋务新政等事宜，为此
深感眼界大开，收获极大，增加了他对引进西艺西技的
理解。 至于和丁日昌订交，支持郭嵩焘出使英伦，扶持轮
船招商局，与文样、左宗棠、张树声等多有交谊等，更说
明了他对洋务事业有了日益开明的态度。 通过与众多通
晓洋务的官僚大吏和出使大臣广泛密切的联系，他对洋
务运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思想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
最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1889 年 2 月翁同龢向光绪

帝进呈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部以富国强兵为目
的、被视做洋务运动的精神论纲的书。 1889年 2月 21日
在养心殿与太后和光绪帝谈及洋务时，翁同龢认为：“对
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进冯桂芬《抗议》内有
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 ”[5]在当年 12 月 25 日的日记中
他写道：“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
一帐。 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
求，可喜 [5]。 ”抄录成册后送呈光绪帝的，则是其中汰冗
员、许白陈、省则例、改科举、采西学、善驭夷等六篇。 他
将改革思想灌输于年轻的光绪帝，并引导他走上了变法
图强之路。

“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
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6]。 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
和对西方了解的不断深化，翁同龢的思想在无形之中发
生着变化。 从理论上讲，他已经意识到了要学习西方的
科技来抵御外侮。 他知道仅凭民族精神与爱国感情不能
解决中国贫弱的现状，仅凭个人高昂的救国情怀与热情
并不能让在列强虎视耽耽之下的中国自立自强。 中法战
争后他提出兴建近代海军的思想， 称洋务为 “第一急
务”。 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与中法战争的结局，进一步为他
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

二

真正促使翁同龢思想发生急剧转变的是在中日甲

午战争之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
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战后，帝

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前来争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
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但它也像一声春雷，惊
醒了沉睡的中国人， 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爱国热
情，人们纷纷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
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全国上下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号声
中，贵为帝师的翁同龢，也终于逐步解放了思想，冲破了
封建思想的重重束缚，走向了革新，迈出了新的步伐。
甲午战争的战败， 对于此前坚决主战的翁同龢来

说，心中无疑充满了深重的屈辱感。 “未正二刻德使海靖
来……其于中国不能自强颇致诮讽”[7]，西方人取笑清政
府，政府大员们相互唉叹中国贫弱。 中国战败、台湾被
割，翁同龢心急如焚，“顷因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
割弃，愤惋欲绝”[8]。 面对中国的惨败，中国的国势衰弱，
翁同龢主张改革以自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矣”[9]。
甲午战败成为翁同龢明确赞同“西学”以自强的转折性
事件。
甲午战后，列强掀起瓜分狂潮。 德国强占胶州湾、俄

国强租旅大、英国租借威海卫，各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
列强在中国又斗争又勾结，以牺牲中国主权为相互妥协
的筹码，清政府统治危机加重。 列强侵占中国主权、瓜分
中国利益的现实，使翁同龢清醒地认识到“彼合纵谋我，
我为鱼肉”[10]。在总理衙门，他目睹了列强干预中国内政，
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他与德使海靖交涉，不能挽回被
占领的局面，他认为这是“最憾最辱之事”[5]。 于是，他提
出“中国苟能雪耻自强，兵政必须变法，非将中国旧法扫
除而更张之”[11]。

《马关条约》 签订后的翁氏日记笔录，1895年 4月
30日记有西洋状师科士达的话：“科先叙李相之忠，次言
国政，首练兵，改西法，次造铁路，次赋税，其言反复惊
切，谓果实力变更，十年后中国无敌，若因仍不改，不可
问矣。 ”[10]10月 26日记下了李提摩太与他的谈话：“尧舜
周孔之道，环地球无以易。 中土儒者，欧洲敬之，独养民
之政衰，圣人之道将不行。 五国以中国不能养民，遂欲进
而代谋所以养，情已见矣，势已成矣，故中国养民之政不
可不亟讲也。 政有四大端：曰教民，曰养民，曰安民，曰新
民。 教之术，以五常之德推行于万国，养则与万国通其
利，斯利大，安者弭兵。 新着变法也。 变法以兴铁路为第
一义，练兵次之。中国须参用西员，兼设西学科。 ”[10]10月
31 日又记录了即将离任的英国公使欧格纳的话：“今中
国危亡已见端矣， 各国聚谋， 而中国至今熟睡末醒，何
也?且王果善病，精力比继，则宜选忠廉有才略之大臣专
图新政，期于必成，何必事是推诿，一无所就乎?”[10]看来，
所有这些来自异域人士的告诫，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动了
他对中国时局处境的感受和认识。
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角度出发，翁同龢与维新

派取得了联系并支持他们兴学会、办报刊，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林旭、黄遵宪等人都与翁同龢有了交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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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支持下，康有为与文廷式、陈炽等于 1895 年 8 月成
立了京师强学会。 他决定户部每年给强学会拨银 1500
两，作为该会的活动经费。 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里记载
了与翁同龢见面的情景，“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
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渴之”[12]。 翁同龢还索
要康有为“所著之书”[13]，及历次上书光绪帝的奏折抄本，
并摘抄奏本的一些内容，他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成为
了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联系的桥梁。 维新派的其它人物
如梁启超、谭嗣同、林旭、汪康年、黄遵宪等人也先后拜
访了翁同龢，他与黄遵宪就练兵、边防、外交、内政等变
法问题交换了看法，他称赞谭嗣同为“通洋务，高视阔
步，为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10]，他认同汤震属著《危言》，
评价该书“论时事极有识”[10]，沈曾植也给他带来了开办
新式教育学堂，开设国家银行等变法强本之术，盛宣怀
也就铁路修筑问题与翁同酥探讨，同时，翁同龢还将《泰
西新史揽要》、《日本国志》、《俄彼得变政记》、《校邠庐抗
议》等书呈给光绪帝，辅佐光绪帝力行变法。 “帝知非实
行变法，不能立国，其时同龢辅政，力赞其说”[14]。 翁同龢
给光绪帝带来了变革的理念与策略，点燃了这位年轻皇
帝变法的心灯。

三

为了自强以抵御外侮，翁同龢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
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应采用若干“西政”，于是，他提出
了一系列变法的主张，辅佐光绪帝展开变法运动。

1898年 6月 11日，《定国是诏》 以光绪帝的名义颁
布， 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定国是诏》
是光绪帝引领晚清王朝变法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翁同龢
变法的总主张，从《定国是诏》中，我们看到了翁同龢的
变革思想。 翁同龢在其所拟的《定国是诏》中明确地阐明
了变法的总原则：“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
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 这一理论的提出，说明了
翁同龢的变革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 “博采西学之切于
时务者实力讲求”，翁同龢认识到西学是不可不讲的，这
里的西学指的是西方的军事、自然科学技术及西方的经
济教育思想，但是，“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传统的儒
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是万古不变的大经大法，这里的
传统指的是儒家思想及君主专制制度，他认识到不学西
学不足以抵御外侮，但是学西学又使中国社会脱离传统
的轨道，经过上一阶段的徘徊之后，他找到了解决的方
法：学习西学中促使中国富强的部分，这部分有军事、自
然科学技术及经济教育理念等，将西学的这些部分融入
中国社会，以便更好地维护传统。 于是，翁同龢不仅接受
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理论，而且把这一理论用于变革的
实践中，并且在实践中逐步体现出他的与洋务思想有联
系但又不同于洋务思想的变革思想。
翁同龢这时候的思想不能归于洋务思想的范畴。 如

前文所述他对洋务运动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反对到中

允到支持这么一个过程，虽然他接受了洋务运动的“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并在甲午战后，在行动上支
持洋务事业，积极支持清政府当时的军制改革，支持盛
宣怀开设通商银行，督办芦汉铁路，可是由于此时洋务
运动已渐趋末路， 已经不能代表当时社会的先进思想，
并且这时他已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激进维新思想
的影响，因此，他的思想并不属于洋务思想的范畴。
同时，翁同龢的改革思想也不能完全等同于维新思

想。 维新思想是继洋务思想之后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社
会思想。 它是由早期维新思想家们在反思洋务运动的过
程中提出来的，并且在甲午战争之后内忧外患的新形势
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翁同龢对维新思想有一个逐渐了
解的过程，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甲午之前，他对维新思
想基本上漠不关心，了解有限。 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甘
九日，他“入署遇曾公，曾公以西学十六种，每部四函见
赠，赫德所新译者也”[5]。 对于赫德翻译的西学书籍，他并
未详细阅读，而是按习惯记录于日记中，也无任何评论。
同年，康有为欲见他，并请他代递上书，也被他拒绝，他
认为康有为的上书“语太汗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计复
谢之”[5]，对康此时鼓吹的变法、维新之举尚无太大兴趣。
甲午之后， 他的观点发生了较大转变，“知西法不能不
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13]，仅 1895年一年时间就仔细
阅读了王韬的《普法战纪》、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郑观
应的《救时揭要》、陈炽的《庸书》和汤震的《危言》等主张
维新的书籍，对于康有为的著作，他也找来仔细阅读。 即
便如此，他对维新思想依然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对于
维新思想中的改革政体、设立议院等主张，他明显表示
了不快。 如其日记中有：“宋芸子编修来……以所作《时
务论》数万言见示。 此人亦奇杰，惟改制度用术数，恐能
言而不能行耳。 ”[15]“陈次亮来辞行，甚郁郁，此人有志富
强，惟持论太高。”[15]“连日得陈次亮信。此君诚奇士，然阅
其书，令人不怿。 ”[15]翁同龢虽然赏识并提拔了维新巨子

康有为，但在思想上与康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当他看了
《新学伪经考》后，“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
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 真说经家一野狐也。 惊诧
不已”[15]，甚至他因见了《孔子改制考》一书而对康大为厌
恶。 他在日记中记有：“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
一份递进。 对：与康不往来。 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
叵测’。 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
之。 ”[15] 这些都说明翁同龢的思想与维新思想有很大差

距，不能将这二者等同。
四

如上所述，在晚清社会新陈代谢的背景下，翁同龢
改革思想的演进形成，历经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
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等重大历史事件，大体上顺应了时
代发展潮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追随社会变革步伐、
由守旧走向革新。 翁同龢能与时俱进、政治革新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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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和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儒家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沾染和熏陶
儒家文化学说自春秋战国创立以来，经历代儒者不

同程度的阐发、引导和弘扬，发展出一整套明道救世的
经世致用理论，其中包含着忧患、变易等关注民族生命
与文化生命的思想潜能和动力，是旨在激发人们匡时济
世的一种特有人文精神，成为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的理
想人生目标。 这一以修齐治平的人世精神为取向、以关
涉国计民生的实学为依托的儒学经世传统，一旦外部环
境激活和其他条件成熟，尤其是在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之
时，就会产生革新社会政治的愿望。
翁同龢出身于江南封建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学

渊源深厚，从小饱读四书五经，接受过系统的儒家传统
文化教育。 1839年翁同龢入当地常熟游文书院学习，年
少的他就好读《周礼》，认为“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
为法”[16]。1845年，16岁的翁同龢以优异成绩考入以通经
致用、修身养性为本的苏州紫阳书院，在书院就读的两
年中，乃师冯挂芬“尤达于经世之学”[17]的教诲，对他经世
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科考及第并
步入政坛后的他，不仅遵循着早年经世致用的传统学术
路向与精神， 对先哲前贤的经世品格更是推祟备至，并
在博采融通的基础上传承变异，推陈出新。
可以说，对儒家经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促使翁

同龢思想转变的学术动因。
（二）民族危机情况下激发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感
危机境况往往催生忧患意识。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

国社会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国门被迫打开，传统社会逐
步解体，西学不断涌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围绕着救亡
图存的时代主题，社会各阶级、阶层纷纷登上近代历史
舞台，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使下，救亡图存成为
人们共同关心的社会课题，图强御侮成为有志者自觉承
担的时代使命。 有着忧国忧民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也不
甘寂寞，利用读书人仕占踞政坛的有利条件，试图修补
在近世风雨中飘摇不定的大清王朝，翁同龢就是作为晚
清封建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员，为了救亡图存，忠心耿耿、
鞠躬尽瘁，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当时有人这样评述：“惟有大学士翁常熟，近年省悟

大局非变法难以图存。”[10]目睹外侮日急，国势日蹙，翁同
龢每与同僚言谈间忧国伤时的情感时常油然而发。 在光
绪帝下“罪已诏”后，翁同龢一度奏请革职罢官，认为“割
地偿款为从古所未有，既不能力争于末画之前，又不能
挽回于未批准之际……此等情形，直同已死”；如今“御
押已签，条约已定，皇上当下哀痛之诏，作舍旧之谋，奋
发有为，以雪斯耻”[18]。此后倾向于维新变法的思想萌发，
与他对甲午一役痛心疾首的认识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翁同龢政治革新思想的形成，是同他所处的特定时

代环境分不开的，是民族危机煎迫下酝酿化成的结果。

（三）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大背
景

1840年以后，中国在外力的逼迫下被强行纳入世界
资本主义体系，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成了近代历史的大
势所趋。 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为开端，急剧变幻的形势，中
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迫使人们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逐
渐清醒过来。 人们对外部世界、中外关系的认识，也在由
“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的观念嬗变中获得了一个
全新的视野。
从学习西方文化的主要趋势和西学传入的主要内

容来看，大体上沿着器物、制度、思想三个层面次第展
开，明显存在着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
的过程。 一般而言，学习西方的思潮，有赖于道咸经世派
“师夷制夷”的理论倡导先行，继之由洋务派承其后绪，
付诸实践，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不少人以“中
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作为对西学东渐的最初回应，到 80
年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从 70 年代
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出发，开始抛弃了把坚船利炮视为富
国强兵手段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克服了思想上的狭
隘性和片面性，拓宽了视野，从依附洋务派官僚的阵营
中逐步分化出来， 提出了比较鲜明的资产阶级要求，主
张以更加广阔的规模和幅度向西方学习，表明了新的社
会思潮已经突破了洋务思想的局限，为维新运动的兴起
作了舆论上的先导，而翁同龢又适逢这样一个中西文化
交流碰撞的历史大背景， 从而促使了他政治思想的革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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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ng Tong-he, whose political reform ideology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his political thought, is an influ-
ential historical figure and famous politician in Late Qing Dynasty politics In the context of metabolism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Weng's political reform ide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formation. At first, Weng did not attach im -
portance to the rise of Westernization thought, but later changed his understanding gradually and took effect on the
Thought of Westernization. Sino-Japanese Sino-Japanese War, Weng's thinking has changed dramatically. Driven by
the sense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impact of Reformation thoughts, Weng Tong-he initiated of the idea of politi-
cal reform. Weng's reform-minded is not only ulike Westernization thought,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Reformation ideas.
The formation of Weng's political reform ideas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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